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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福利不断增长，形成所谓“福利

竞赛”，但弊端也随之出现，如国家税收越来越重，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等。同时，

任何消减福利的政策，都会引起抗议、罢工、骚乱，甚至执政党垮台。中国未来

的民主转型会陷入“福利竞赛”泥潭吗？本文在比较中西福利制度的基础上指出：

当今中国社会福利存在“福利倒置、福利等级制、逆向福利”的基本特征，未来中

国民主转型不会发生所谓福利竞赛，而是重建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新社会福利

制度。

目前中国有一种观点，即“福利竞赛论”，认为民主制度下必然出现福利竞

赛——由于主张增加社会福利、扩张社会保障是“吸引人”的、受大多数人

欢迎的，消减社会福利、收缩社会保障，则是不受人欢迎的、“令人愤怒”

的，于是，出于选票的考虑，参加竞选的各政党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福利政

策上，向选民竞相许愿，展开福利竞赛，以便收买选民。

从“福利竞赛论”的角度，有人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表示担忧，认为在民

主转型期的福利竞赛将导致福利项目越来越多，福利水平越来越高，国家

税收越来越重，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寅吃卯粮、巨额赤字。同时，任何消减

福利的政策，都会引起抗议、罢工、骚乱，执政党垮台、政府难产，甚至社会

动荡、经济停滞、资本外逃、失业率高企，这样，中国的民主转型有可能因

不能支撑不断膨胀的社会福利而陷入泥潭。

由于这种担忧，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由此质疑或反对民主制度。比

如，中国官方一直宣扬，拉美民主国家为了竞选而形成的福利竞赛，导致了

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还有，欧洲民主国家福利竞赛形

成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等等。总之，是民主制度导致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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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竞赛，福利竞赛导致国家陷入泥潭，都是民主惹的祸。另一种声音则是

对社会福利的质疑甚至否定，认为增加社会福利就会损害个人自由，损害

经济发展，对社会福利的诉求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贬义词），是对中

共社会主义制度的回归，是一种倒退，因此，反对和否定民主转型期的社

会福利政策和改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任何主张。

笔者认为，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期，不会发生所谓福利竞赛。依据一，即使

在传统民主国家，“福利竞赛论”也难以成立。依据二，中国与传统民主国

家在社会福利上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现状和挑

战。正因为如此，民主转型的重要课题之一，并不是竞相许诺更多的社会

福利，也不是简单反对社会主义福利思想，而是不得不面对极权体制下制

造出的福利扭曲和福利陷阱，回应民众的福利关切，重新建立与民主社会

相适应的新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一、“福利竞赛论”难以成立

其实，民主制度下，福利竞赛并非必然发生。

第一，从实证看，民主制度下社会福利水平并非只高不低，而是有高有

低，可高可低。

“福利竞赛论”的一个论据是，几百年来，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社会福利水平呈

不断攀升趋势。

实际上，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很早就实行了民主制度，但这些民主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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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水平增长缓慢，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比如，在1935年以前的100

多年里，民主制度下的美国，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一直保持在3%以下，并没

有出现福利竞赛。

民主国家的福利高增长普遍发生于“二战”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

普遍高增长的同时，社会福利水平也随之高速增长，所谓“福利竞赛论”也

多以这一阶段为例。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传统民主国家社会保

障支出水平有升有降，社会保障项目也是有增有减。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看，1995年德国27.5%，2014年创历史新高29.1%，近年来又下降到27%左

右；1995年英国达到23%，2001年下降到21.8%，2014年上升到历史新高

27.4%，之后下降到22%左右；1995年美国达到历史高点15.5%，以后长期

徘徊在15%左右。1

这说明所谓民主制度下社会福利只会不断攀升的观点不符合事实，并非铁

律。

第二，不同的民主国家之间，社会福利水平差异显著，没有出现由于选

举带来的福利趋同性。

按照“福利竞赛论”，应该推论出所有的民主国家，经过长期的民主选举，

其社会福利水平不但越来越高，而且不同民主国家相互间社会福利差异会

越来越小，最后出现水平趋同的现象。然而事实是，欧洲、美国、拉美和亚

洲不同的民主国家之间，社会福利水平差异巨大，没有趋同。

在中等收入阶段，欧洲民主国家社会福利水平普遍高企，平均社会保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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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平超过21%。美国作为传统民主国家，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最低，只有

13.3%，几为欧洲最高水平的一半。拉美民主国家则普遍较低，有代表性的

四个民主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平均6.9%，

仅为欧洲组平均值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一半左右。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则更

低，亚洲有代表性的四个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平均福

利水平为4.2%。欧洲组、美国、拉美组的福利水平分别是亚洲组的5倍、3倍

和1.6倍。2

可以看出，不同民主国家和地区的福利水平，差距十分明显，并没有出现由

于福利竞赛而导致的福利趋同，相反，相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在社会

福利水平上却更为接近。

第三，消减福利的政党为什么能上台？紧缩福利的法案为什么能通

过？

按照“福利竞赛”论，很难解释这样的现象：在民主国家，主张消减福利的

政党为什么会在选举中获胜？紧缩福利的法案为什么能在议会中投票通

过？

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在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英国

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济贫制度的国家，到1980年，英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已

经达到17.9%，并且以年均3%以上的增幅增加，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养老

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庞大的福利利益群体。3在竞选前和执政

后，撒切尔夫人提出并推行了许多旨在降低社会保障水平，消减社会保障

项目的政策和法案，使“英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率从1979年的5.4%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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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1年的3%，社会支出的增长率从1.8%下降到1.1%，社会支出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3%下降到40%。” 4

按照“福利竞赛论”，撒切尔夫人激进的福利消减政策，触动了多数选民的

既得利益，应该在大选中惨败才对，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在提出并坚决推

行这些政策中，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连续执政近12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不仅英国撒切尔夫人，包括美国里根总统和其他民主

国家中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右翼政府纷纷上台，各国普遍掀起了一股消减

福利的浪潮，通过这一浪潮，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增长率逐步下降或

减缓。对这种现象，“福利竞赛论”无法解释。

所以，“福利竞赛论”并非一个符合事实的、令人信服的观点，由此产生出

对中国民主转型期将发生福利竞赛的判断，并未切中要害。

二、社会福利：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下有何不同？

社会福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

益，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但是，人们不得不注意到，民主体制

与极权体制下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民主体制下社会福利制

度的特征是向上扩张，极权体制下社会福利制度的特征是向下“涓滴”。

民主体制——向上扩张的福利

西方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源于英国的济贫制度，先从救济穷人开始，逐步



108

扩大到救济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老人、单亲和儿童，再扩大到低收入者甚

至中产阶级，社会福利保障呈现出从社会底层向上逐步扩张的趋势。

以传统民主国家中社会福利水平最低的美国为例。在20世纪以前，美国各

州政府除零星济贫项目之外，几乎没有社会福利。直到1935年“大萧条”

后，美国《社会保障法》颁布，联邦政府才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该法

案“授权各州就老年、盲人、依靠他人生活者和残疾儿童、母亲和儿童福

利、公共健康、失业补偿做出充分的法律保证，以提高总的福利”，该法

案的核心是仅限于救助。随后，救助的人群不断扩大，1950年杜鲁门总统

出台修正案将农业工人、家庭劳动者、联邦雇员纳入；1965年修正案纳

入医疗援助和医疗照顾计划；1967年修正案纳入公共福利和工作刺激计

划；1990年代以后克林顿、奥巴马出台新的医疗改革计划，将中低收入群

体纳入。可以看到，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从救济穷人开始，然后逐步向上扩

张，近三十年，美国社会保障扩张的势头受到遏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一

直在15%的水平小幅度波动。5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社会福利，都从为最底层人群提供社会救助开始，然

后向上（低收入人群、中产阶级）逐步扩展覆盖范围、水平和项目，向上扩

张的福利，成为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极权体制——向下“涓滴”的福利

与西方不同，一党专政的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从“革命干部”的“供

给制”开始的，然后逐步向社会中下层扩展。这个过程，可以用“涓滴效

应”来描述——水从水源往下滴出时，离水源越近，得到水越早越多；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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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越远，得到水越晚越少，甚至得不到水。中国社会福利的水源在哪里？在

政权的核心。中国历朝历代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权，当然也包括中共政权，在

他们看来，社会福利保障，如铁饭碗、铁帽子、退休养老、公共住房、免费

医疗、安置抚恤等等，都是取得官心民心、维护政权的“好东西”，不是谁

都可以享有的，首先要给自己人，给打江山坐江山的有功之臣，给对维护政

权有价值的人。在此基础上，如有余力，再由权力核心往外“涓滴”，给“外

人”恩赐一点福利，让受惠者感恩戴德，拥护统治。

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首先为夺取政权有功的革命干部建立了在当时的低

物质水平条件下完善的供给制，提供了覆盖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

全方位的免费福利保障制度。

夺取政权后，“革命干部”享受的这些福利保障开始“涓滴”到这些革命者

的家属。在1950-1955年制定的社会保障条例中，保障对象几乎都是“革命

干部”、“革命工作人员”、“革命军烈属”等等。

1952年，对维护政权有用的政府所属事业单位人员开始享受公费医疗。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国有企业成为新政权的经济支柱，社会福

利保障这个“好东西”随之“涓滴”到国有企业，政府为国有企业干部职工

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再往下，当社会福利开始“涓滴”到与政权关系稍远的城镇集体企业时，水

已经不多了，社会福利就不是政府大包大揽了，而是以本企业和职工共同出

资的共济模式为主，政府出资为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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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滴”到农村地区，社会福利之水已经所剩无几，占当时总人口80%的

农业人口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仅有的农村五保、合作医疗等等，并

不是以政府出资为主的社会福利保障，而是农村人口互助的共济模式，政

府不出资或者只有很少出资。

传统民主国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帮助“生活不幸

者”，先穷人、后中产，不考虑富人。实际上，在民主国家，一旦超过帮助穷

人这个初衷，福利扩张就会受到阻击和遏止。而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以

政权核心为原点，以对维护政权的价值大小为半径，从老干部-公务员-事

业单位人员-国企人员-非国企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形成了中国社会

福利保障体系的梯度安排。离政权核心越近，社会保障程度越高，离政权

核心越远，社会保障程度越低。社会福利按照先官后民，先体制内后体制

外，先城镇后农村的顺序，逐步“涓滴”和覆盖。

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

是，由于社会福利为维护一党专政服务的逻辑没有改变，由于长期以来形

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福利倒置、福利等级制、逆向福利”

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

“福利倒置”，是指在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中，为权贵提供的福利特权占比

重、覆盖广、水平高，而为底层人群提供的救助和基本保障占比轻、覆盖

疏、水平低。

比如，老干部的福利特权。中国为离职老干部提供不低于在职时的工资，

实报实销的医疗保险，定期的身体检查、疗养和旅游，高标准的公共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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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专门供老干部居住、娱乐、休闲的干休所和专门为老干部提供各种服

务的老干部局。这些超级福利特权占用了巨额公共福利资源。

而用于弱势群体社会救助的资源更是微不足道。2014年，中国的“农村五

保”、“城乡低保”、“城居保”、“新农保”，及城镇住房补贴合计3816亿，

约占2014年GDP的0.6%，而当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比重）已经超过9%。6

再比如，公务员养老金全部由财政出资，养老金替代率超过80%，公务员

人均退休金超过每月5000元，居各阶层之首。与之相比，2019年，中国有

1.6亿农村居民领取了养老金，每月领取金额为170元，这一标准不仅只有

公务员养老金标准的三十分之一，而且还是由个人、地方和中央财政三方筹

资，并非像公务员那样全部由财政出资。

“福利等级制”。在中国，不同身份、户籍、地位、政治面貌人员，如公务

员、事业单位人员、国有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等，享有的社会

福利保障水平和项目不同；甚至同一个单位，“老人”、“中人”、“新人”的

福利保障政策也不一样；公务员编、事业编、企业编的福利保障政策不一

样；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工等等，福利保障政策更是差距巨

大。社会福利保障的“双轨制”、“三轨制”甚至多轨制比比皆是，人为制造

出多种福利不公正和不平等。

“逆向福利”。虽然世界各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各有千秋，但是，都公认是

一种正向再分配——政府通过税收将富人或者收入较高者的钱收上来，然

后转移支付给需要帮助的穷人。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94-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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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家庭收入五分组20%最高与20%最低收入之间，最初收入为19.8倍，

经过税收和福利转移，两者之间收入差距下降到3.7倍。7即使在奉行个人

主义的美国，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支付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

是下降的。8

而在中国，长期存在着“逆向福利”（也被称为“逆向再分配”、“逆向转

移支付”、“负福利”）现象，即再分配后，富人得到社会福利多，穷人得到

的社会福利反而少。以上海市为例。2010年，上海市20%低收入户可支配

收入1499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9814元，转移性支付4463元。20%中高收

入户可支配收入3512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2989元，转移性支付10662

元。9可见，收入越高得到的转移性支付越多，收入越低得到的转移支付反

而越少，这种社会福利上的“马太效应”在中国城乡之间更为突出。

三、不是福利竞赛，而是福利重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选民的关切不是福利

竞赛，而是福利重建。

第一，福利竞赛难以发生。

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中国的社会

保障支出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0.52%，高速增长到2021年的13%以上。

虽然中国目前这一社会福利水平，与欧洲传统民主国家（平均21%）相比，

尚有较大差距，但是，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美国近年来社会保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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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为15%左右），高于拉美民主国家在中等收入时期的福利水平（平均

6.9%），也远高于其他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水平（平均

4.2%），也超过了日本在中等收入时期11%的水平。

这种情况下，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期，以竞相许诺提高福利水平，增加福利

项目为特征的福利竞赛将不会成为政治博弈的主要议题。

第二，消除极权体制下不公正的福利制度，将成为主流民意。

在长期的一党专政时期，中共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公正的社会福利

制度，民主政治将从根本上消除和取缔这种荒谬的制度安排，以下的呼声

和诉求将成为主流民意：

反对福利特权、主张福利公平。

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存在着举世罕见的各种福利特权。这些福利特

权，与贫困无关，与负担无关，与出资无关，与权利无关，而是与权力有关，

与地位有关，与身份有关，与户籍有关，这种制度安排是荒谬的、罪恶的。

在中国的民主转型期，反对福利特权，主张福利公平的诉求，应该具有巨大

的感召力和广泛认同。

反对福利倒置、主张救助优先。

中国现行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为权贵提供超级福利特权的同时，长期

忽视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救助和保障，导致弱势群体的救助和保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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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标准低、覆盖差。中国民主转型，就是要建立一个像其他传统民主国家

一样，首先为社会中“生活不幸者”提供救助，使社会底层人群得到尊严和

基本保障，然后再惠及低收入群体或中产群体或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

反对逆向福利、主张正向再分配。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损害和牺牲社会弱势群体福利，补贴或

增加社会中上阶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人员、城市居民）福利的

逆向福利现象。在民主政治中，那种离权力核心越近福利越高，离权力核

心越远福利越低的制度安排将被废除。那种因身份、户籍等等形成的福

利等级制，也将被平等的、普遍的、公正的福利制度所取代。那种“逆向福

利”更会被摧枯拉朽般纠正。总之，那些在一党专政时代被认为是不可撼

动的福利特权和福利等级，在未来的民主政治中，将为铲除它们的那些政

治力量带来道德感召和选票，民主的到来将宣告不公正的福利制度的完

结。

第三，福利重建所面临的挑战。

可以预计，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社会福利重建困难重重，面临许多重大

挑战：

首先，极权体制时期将遗留下大量福利陷阱和难题。比如，隐匿的贫困人

口问题。中共为了政治需要，在2021年宣布消灭了贫困，据称仅有的551万

贫困人口在2021年前全部脱贫。10而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2021年中

国贫困人口接近2亿人。显然，中共隐匿和忽略了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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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救助。未来，仅这些被隐匿的贫困人口救助，就会给民

主制度下的中国带来万亿级别的财政压力。此外，还有退休年龄问题、养

老金替代率问题、个人账户空转问题等等众多福利难题，每一项都不容易

解决。

二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抗争。如果仅仅考虑选票的话，老干

部、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人员的福利特权，很容易被

废除，因为他们是少数。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生活在城市

中的数千万享有福利特权的社会精英阶层，有更大的话语权和政治行动能

力，他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和新媒体表达诉求，还可以通过游行、示威、

罢工、政治集会等等形成政治压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想见，维护

和反对福利既得利益的政治博弈和社会冲突在所难免，甚至成为中国民主

转型时期的重大挑战。

三是消除福利等级制所包含的政治风险。极权体制下的福利等级制不仅发

生在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之间，还发生在公务员编-事业编-企业编，在编

人员与非编制人员，正式工-劳务派遣工-外包工-临时工，城镇居民与农村

居民，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间。在民主转型期，如果某些政治力量不尊

重社会福利保障的基本原则，无视出资、负担、税收、权利、义务、救助、补

偿、保障、普惠等等因素，不分青红皂白，以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名，渲染人

人有份、人人平等、毫无差别、政府大包大揽式的社会福利，用人们对一党

专政时期福利不平等的愤怒进行政治动员和拉选票，这种错误的福利乌托

邦，将会非常蛊惑人心，将民主转型引入歧途。

四是反福利的声音。近年来，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特别是美式保守主义的



116

影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反对大政

府，反对增加税收，反对社会福利，认为社会福利是“养懒人”。这种反福利

的主张，不顾中国许多弱势群体几乎不享有任何社会福利，没有起码的尊

严和关怀的事实，看到美国人肥胖，便要求中国人减肥，看到高福利的危

害，便反对最基本的社会救助和基本保障，完全脱离和不顾中国选民的特

定困境和福利关切，成为福利重建阻力。

五是道德观和价值观。民主政治，只是人类建立良善社会的一个方面，它

不仅仅意味着争夺选票和多数决，还需要人们有善良、仁爱、悲悯和恻隐

之心，以及自由、公正、法治的普遍信念和制度保障。不能将选票仅仅理解

为每个人自己的利益诉求，还要理解为每个人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这

样，才有可能在民主转型中，通过选举和政治博弈，为社会中的少数人，如

赤贫人口、残障人士、流浪人员、孤儿、单亲人士等“生活不幸者”提供救

助和基本保障。

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期，福利重建将是一项十分困难，却不得不面对的重

大挑战，未雨绸缪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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